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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认为李中清和王丰在 《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与中国现实，1700～ 

2000) 中挑战马尔萨斯以及公认的中国解放前生育状况的观点是失败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 是他们缺少普遍存在生育控制的证据。二是与李中清和王丰的中心论题相反，中国的总和 

生育率比欧洲高很多。这使得中国还是生育了超出其资源可以承受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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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e and Wang challenged to the argument of Malthus and the received fertility view of 

China．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ir arguments donot hold water from two aspects．The first is they 

lack evidence for widespread deliberate birth contro1．The second is that contrary to Lee and Wang’S 

central idea，total fertility was much higher in China than in Europe．So the Chinese couples bore as 

many children as possible given their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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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 

马尔萨斯 《人口论》的观点很多是对英国、美国和中国三个国家的对比后提出的。英国过去的 

人口增长相当快，但后来的增速放缓了，原因是 “事先预见到养家糊口的艰辛起到了预防性抑制的 

作用；一些底层阶级生活穷困，导致他们无力供养下一代也起到了现实性抑制作用”。这一论点适用 

于所有古老国家，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资源维持进一步的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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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认为美国 “拥有充裕的食物和发展空间”，同时优质廉价的土地供给使得农业迅速发 

展，结果是人口以 “惊人的速度”增长。之所以英国和美国拥有同样的人口却 “没有同样的人口增 

长速度”，马尔萨斯的回答是，“最主要和最明显的原因是需要食物和发展空间” 。 

马尔萨斯所知当时的中国是 “世界上土地最肥沃、开发最充分、人民最勤劳和人 口最多的国家 

之一”。而亚当 ·斯密 (A．Smith)将其特点概括为 “最底层人民的穷苦程度远超过欧洲的赤贫国 

家” J。弗朗斯瓦 ·魁奈 (F．Quesnay)归纳出最具影响的观点，“尽管丰饶富庶，却没有哪个国家 

的下层人民穷到如此地步。无论帝国如何广袤，国内的居民总是人满为患” 。 

因而，马尔萨斯将旧中国看成其理论三角形中的一个端点，即总是处于 “人 口持续增长而生活 

资源却没有提高”的那类国家。这类国家的 “人口似乎一直是强制性的，即人民已经被迫习惯了靠 

着几乎是最少的食物维持生活”。而这类国家 “必定是饥荒频繁的国度” 。 

马尔萨斯从没怀疑过他对英美两国的观点，但却对中国的结论并不满意。马尔萨斯怀疑 “早婚 

普遍的事实也许并非确切”，主张 “弄清中国底层民众的行为和习惯以及激励早婚的机制”。他设想， 

如果婚姻确实既早又普遍，生育率必定居高不下。因此，他认为关键要找出阻止人口进一步发展的原 

因，以及哪些因素能防止人口数量的增加超过国家的承受度 J。 

直到现在，多数学者都同意，马尔萨斯时代以来的各项发展已在很大程度上解答了他的疑问，同 

时也确认了他对旧中国的总体看法。1930年代的调查和族谱档案研究都显示，中国人尽管早婚和普 

遍结婚，但由于哺乳期长、营养缺乏和溺女婴习俗的存在，使得生育率并没有马尔萨斯设想的那么 

高。但它还是高到了产生出足以用 “被强制”一词来形容的人口。我们把所有关于旧中国婴幼儿死 

亡率高、成年人预期寿命短、广泛贫穷和饥荒频发的证据称为 “常识公理”，胡炳棣 (Ping—ti Ho) 

的 “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一文对此有确凿的阐述 J。 

但李中清 (James Z．1ee)和王丰 (Wang Feng)的 《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与中国现 

实，1700—2000>>对如上观点提出挑战。他们同意中国人结婚既早又普遍，却反对马尔萨斯对中国 

的其他看法。他们认为中国不应被构想成不同于英美的第三种类型。他们认为，英国和中国都是古老 

国家，其人口受到的制约都是预防性的，而非现实性的。两者的差别只在于控制生育率的方式不同 
— —

英国通过是否结婚来控制生育率，而中国控制的则是已婚生育率。用马尔萨斯的话说就是：“欧 

洲夫妇实行的是道义约束 (即没有养家的能力就不结婚)，缺少婚内约束；中国夫妇未采用道义约 

束，但有很强的婚内约束”_8]。本文认为，李中清和王丰的观点是错误的，并将在随后的论述中阐明 

原因。 

二、中国总和生育率的考证 

李中清和王丰用很大篇幅证明中国的已婚生育率比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都低。他们对于中国已婚 

妇女年平均生育子女少于欧洲已婚妇女的观察固然无可争议，却夸大了两者间的差别。他们进而认为 

中国生育率通常低于欧洲是因为中国夫妇有意限制家庭规模的论点经不住推敲。中国人基本不实行有 

效的生育控制，即使有，也很少。中国的已婚生育率或许比欧洲国家低，但其总和生育率却很高。 

李中清和王丰的首要命题关注现实性抑制和预防性抑制的关系，这是基于他们认为中国的婚内生 

育控制等同于英国的婚姻控制的论断。为证明此点，他们必须先拿出中国的生育率低于英国生育率的 

证据，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虽然他们宣称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并不比欧洲高多少，而已婚生育率 

却低很多” ，但他们没有拿出数据来支持其论断的前半部分。 

1949年前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平均值是多少?跟英国的平均值相比又如何?李中清和王丰给出的 

数据是 5．5̈ 。这是巴克莱 (Barclay)等人根据 b凯 (John Lossing Buck)著名的农庄调查计算得来 

的。它是个估计值，因为男学生收集数据时不能访谈女性受访者，只能依靠其丈夫或男性亲戚提供信 

息。武雅士回访了这一调查范围内的7个社区，并访谈仍健在的老年妇女，得出的生育率平均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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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事实上，老年妇女很难记住死去婴儿的准确数字，这意味着真实的数值可能要接近6．0l11]。 

我们怀疑 卜凯调查低估了中国生育率的最好依据是乔启明 (Chi—Ming Chiao)、托马斯和陈 (D． 

T．Chen)于 I930～1934年间做的另一个调查。他们在江苏农村建有自己的登记系统，连续记录了所 

调查的4年间人口的出生数和死亡数。该结果是新中国1982年的生育率调查之前最权威的人 口统计 

数据。这 4年的总和生育率依次是6．86、6．24、5．58和6．85．该研究中的第二和第三阶段生育率下 

降很有趣，可以作为影响中国人生育率要素的证据。乔启明等人将其归因于经济萧条引起的结婚率下 

降，以及疟疾流行导致流产增加-- 。 

李中清和王丰的著作中出现了诸多的学术过失，其中之一是他们没有讨论乔启明等人的研究，甚 

至没有将其列人参考文献。同样令人诧异的是他们没有参考段志贤 (Chi—Hsien Tuan)于 1958年对 

中国台湾地区农村生育率的研究，那是亨利 (Henry)形成 自然生育率定义的7个研究案例之一l】 ， 

并且很明显它是任何致力于中国人口研究必不可少的资料。表 1把段志贤收集的台湾地区农村1903～ 

1953年问的生育率数据按时间段列出。可以看出，生育率数值降到 6．0以下，但我们仍有理由相信 

这个数据低估了真实生育率。考虑到可能有些夭折的婴儿没有登记，所以段志贤的研究中又包含了对 

463名妇女的访谈数据。结果他发现当时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妇女所生的孩子中有 9．5％没有登记， 

而45～60岁的妇女有 I．5％没有登记  ̈。 

表 l 段志贤收集的 1903～1953年 中国台湾地区云林县总和生育率 

年份 ——————————————————主 ———————————————一  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 ：Chi—hsien Tuan．Reproductive Histories of Chinese Women in Rural Taiwan lJj．Population Studies，1958，(12)． 

尽管段志贤的研究提到了1915年前存在登记不全的情况，但 日据时期编撰的家户统计仍是任何 

全面研究中国人口生育率最好的基础数据。表 2列出了处于此登记体制下的22个台湾地区社区的生 

育率数据。所列社区的居民都是讲闽南语或客家语的汉人，非汉人的社区没有列入。 

表2中，1906～1915年的生育率比后期的数据低，这肯定是段志贤已证明的漏登结果。第二点 

要注意的是 1936～1945年的数据又比1926—1935年间的低，几乎可以断定是二战引发的各种动荡所 

致。第三点是台湾地区城区的数据明显低于半城区和农村；半城区的数据又略低于台湾地区的农村。 

武雅士和葛西芝 (Hill Gates)推测城区和半 

城区妇女的结婚几率比农村妇女低。日据时 

期，台北长大的妇女到 55岁尚未结婚者接近 
1／4[15j

。 

表2的数据证明了两点事实：一是台湾农 

村总和生育率平均约为6．0，略高于 卜凯的调 

查数据，但没有乔启明等人在江苏调查的高； 

二是与李中清和王丰的主要论点不同，台湾的 

生育率受成婚条件限制，没有刻意的婚内生育 

表 2 台湾地区以地点和时间段为区分的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Wolf and Chieh—shah Huang，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1945．Stanford．1980：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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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其中仅台北市的总和生育率降到5．0以下，是因为该市有很大比例的妇女没有结婚，这种类似 

于欧洲的婚姻模式产生了类似于欧洲的生育率。 

至此，本文所引证据全部来自1900—1949年间。除了东北地区清代皇族宗谱和八旗汉军户籍登记 

之外，更早的、唯一可用的数据就是宗亲团体编撰的族谱。宗族谱系通常只记录出生的男孩而不记录出 

生的女孩，且被记录的男孩也只是那些能活到宗族规定记录年龄的，通常是 l5—2O岁之间  ̈ 。 

至今发表最重要的生育率数据出自刘翠溶 (Liu Ts’ui—jung)和泰弗德 (Ted A．Telford)的著 

作。刘翠溶分析了中国南方六省的 22部族谱，公布的生育率在 4．47～6．27之间，平均值为 

5．71̈ 加。；泰弗德分析了安徽省一个县尚存的所有族谱，公布的数据范围在6．78～9．56，平均为 

8．21 。两位学者的数据相差悬殊完全是他们处理族谱上所记录出生数的方式不同。刘翠溶的数据 

只是对族谱记录出生人数的简单计算；泰弗德则考虑到婴幼儿的死亡率而对数据做了调整，他假设婴 

儿的死亡率是 250％o，儿童和青少年的死亡率是 100％o。我们用此比例调整刘翠溶的数据得出 1450～ 

1900年间中国的生育率大约为7．9。如果我们假设那些年的婴儿死亡率跟 卜凯农庄调查的婴儿死亡率 
一 样高的话，那么这个生育率数值就会相当高了。巴克莱等人估计他们的婴儿死亡率是 300％o，儿童 

和青少年的死亡率超过200‰ 。 

刘翠溶和泰弗德基于族谱所得数据都是已婚生育率。为了得到总和生育率，我们要假定中国在明 

清和民国时具有相同的结婚率。我们可用前述研究援引的总和生育率与已婚生育率的差值估算族谱涵 

盖年份的总和生育率。这些差别以 卜凯调查的估算值算得是 0．68胎，用乔启明等人的报告算得是 

1．03胎，用台湾地区的户籍登记数据算得其平均值是 1．43胎。因此，族谱所涵盖的三个世纪的总和 

生育率也必定跟20世纪初前几十年的总和生育率一样高 。 

基于这些数据计算得出，晚清中国的平均总和生育率约为6．0，这个数据使得李中清和王丰避免 

将中国和欧洲的总和生育率进行直接对比的原因显而易见。因为这样的对比完全驳斥他们声称中国的 

预防性抑制跟马尔萨斯业已证明的欧洲预防性抑制一样有效的说法。安东尼 ·魏格礼 (Wri ey)等 

人估计 1541～1871年间英国的总和生育率变幅在 3．7～4．5之间，这一阶段的平均估算值仅为 

4．35_2 。欧洲其他国家总和生育率确实高些，但没有中国那样高。列维 ·贝西 (Livi Bacci)列出了 

瑞典 1800年、1850年和 1870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4．27、4．27和 4．49；芬兰 1800年、1850年和 

1870年分别为5．07、4．91和4．95；挪威 1850年和 1870年为4．60和5．23；法国1850年和1870年为 

3．38和3．42；意大利在 1870年为4．88 。 

三、中国已婚生育率低是否等于生育控制 

以欧洲的标准衡量，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很高是事实， 

制他们的孩子数。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刻意的生育控制， 

高。这就要求我们充分讨论李中清和王丰关于 “中国 

夫妇未采用道义约束，但大量采用了婚内约束”的 

断言。 

李中清和王丰在书的导言中陈述，“中国妇女总和 

已婚生育率是 6或低于 6”_29 J。依据他们的观点，“已 

婚生育率低是中国人 口体系中最独特的特征”。本文把 

他们收集的数据列为表 3。前 3行数据来自刘翠溶的族 

谱分析，由于没有考虑到婴幼儿的死亡率而严重偏低。 

表中第4行的数据参照了泰弗德的研究，却歪曲了他的 

结果。他从族谱分析得到的数据范围是 7．24～9．19， 

而不是5．4～8．2；平均值应为 8．2l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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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未必意味着中国夫妇没有采取措施来限 

中国的生育率会达到马尔萨斯所惧怕的那样 

表 3 李中清和王丰收集的中国不同阶段、 

不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James Z．Lee，Wang Feng．One Quarter of 
Humanity： Malthusian Mythology and Chinese Realities， 

17130—2000．Cambridge：Mass，19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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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行数据，即将平均值拉到 “少于6”的那个数据不该列在表中。李中清和王丰也承认这些人 

“不具代表性，因为清朝皇室家族是完全靠国家支持其财政的精英人口，受到严格管理且只要求住在 

北京或沈阳”_3 。李中清和王丰还指出，他们不仅是个福利精英阶层，而且亦非汉人。 

表3中所列第 6行数据再次印证了马尔萨斯关于美国人口以 “惊人的速度”增长是由于拥有 

“充裕的食物和发展空间”的观点。在李中清和王丰的数据所涵盖的那些年代，辽宁也是个资源充裕 

的地区，为何他们找到的辽宁生育率没有高出资源稀缺的中国其他地区?最具说服力的解释是统治者 

们有充足的理由和足够多的机会避免把他们的子弟登记入册。依赛特 (Isett)就李中清和王丰从辽宁 

省道义屯获得数据的描述可以证明这一点，“李中清和王丰亲口承认，李中清和甘贝尔 (Campbel1) 

引述道义屯的总和已婚生育率是基于不全面记录的估算值⋯⋯，李中清和甘贝尔相信依他们的估计， 

足有一半的人 (1／3的男性和 2／3的女性)从来没有被登记，这并不奇怪⋯⋯户主有充足的理由让 

16岁的孩子，尤其是男孩，不进入旗藉名录。正如李中清和甘贝尔指出的，旗制里的男丁被国家抽 

去无偿服役，包括军役，这当然是户主最想竭力逃避的” 。 

表中第7行数据来源于被李中清和王丰引用的巴克莱等人对 1930～1934年问 卜凯农庄调查的再 

分析。表中所列数据应是6．3而非6．2。关键是李中清和王丰没有注意到当武雅士回顾性地调查 卜凯 

的许多调查点时，得出的数据是 7．03l3 。更重要的是表中缺失乔启明等人的数据，他们那 4年研究 

所得的总和已婚生育率分别是8．00、7．23、6．64和7．80，平均值是 7．4l 。 

中国台湾地区北部和澎湖列岛的 

许多家庭将婴幼儿期的女孩送人，扶 

养人将其作为将来的儿媳抚养。武雅 

士证明由于早期结伴 ，以这种方式结 

成的夫妻，其生育率明显低于青年的 

结发夫妻。排除这种 “小婚”效应 

的影响，来 自台湾户籍登记的数据就 

与乔启明等人报告的数据一致了。考 

虑到 1915年前有 5％ ～10％的出生 

表4 中国台湾地区以地点和时间段为区分的总和生育率 (不包括小婚) 

资料来源：Wolf and Chieh—shah Huang．Marri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 845— 
1945．Stanford． 1980． 16—33 

人口未曾登记，那么，表4中 1925年以前农村地区的数据平均值则接近7．5；1925年之后则在 8．5 

以上。城区和半城区的数据固然低些，但多数年份的平均值仍高于6．0。只有在 1925年前的台北市 

才能找到李中清和王丰认为属于中国正常水平的已婚生育率 。 

总之，李中清和王丰对于清朝晚期已婚生育率表述有误，其平均值应接近7．5而不是6．0，但这 

仍然远低于典型欧洲国家的生育率，更远低于再洗礼派人群。问题在于，中国与欧洲的不同生育水平 

到底是有意的生育控制还是偶然的因素所致?李中清和王丰承认中国的母亲们 “延长哺乳期”的做 

法 “有利于拉长生育间隔和降低生育率”。但他们又坚持认为 “低生育率”是 “人们有能力并愿意调 

控同房的频率”，甚至采用 “极其多样的流产技术”的结果 。 

这一主张愈发让人惊讶，因为李中清和王丰承认中国的生育率没有显示出多数人 口学家，如 

亨利所认为的刻意生育控制的标志性特点。照亨利的说法：“当夫妻行为受制于已生孩子的数 目， 

且又已达到夫妻想要的最大限度，并不想再多生而改变生育行为时，便可以说存在生育控制。”亨 

利把不受此限制的生育率称为 “自然生育率”。人们年轻时生育率高，且随着年龄增长而缓慢下 

降，如果按生育率和年龄作图就会产生一条凸线。只有在生育开始时很高，然后陡然下降，并在 

年龄一生育率图上产生一条凹线时，我们才会怀疑存在有意的生育控制_3 。相关的例子是巴克莱 

等人对 卜凯农庄调查所得估算值的解释。他把中国的已婚生育率特点概括为 “很低”，但没有用有 

意的生育控制来解释，因为 “当生育控制普遍存在时，年老已婚妇女的生育率与年轻者相比会特 

别低。然而，中国老年妇女的年龄别已婚生育率跟年轻人一样高，就如亨利定义下的没有生育控 

· 1 1· 

万方数据



制或自然生育的人一样” 。 

李中清和王丰赞同以亨利定义的标准看，中国的生育率是属于 “自然的”，但他们又拒绝承认巴 

克莱等人关于中国无生育控制的结论。他们坚持说，中国人生育率尽管在年龄一生育率图中出现了一 

个凸点，但仍是刻意控制的产物，是通过 “晚育、稀间隔和早停孕”实现的。中国夫妻结婚早，却 

刻意推迟生第一胎，刻意避免晚年生育，还刻意尽量拉大孩子的出生间距，结果就使生育曲线图看起 

来像是自然生育率，实则是终生刻意控制的结果 。 

有些证据显示，中国妇女不像她们的丈夫那样想要很多孩子，因而在年龄较大时会尽量避免过多 

怀孕。然而，就他们的生活处境来说，中国夫妇还是尽可能多地生孩子。在多数情况下被李中清和王 

丰说成是堕胎药的东西，其实是通经散，使用它可以增强而非降低生育。李中清和王丰为证明中国妇 

女刻意控制生育而引用的生育率，带有早停生育倾向的预期，结果虽在意料之外，但意义不大[加]。 

尽管中国人从初婚到初产的间隔比欧洲人长得多，且妇女生育最后一个孩子的年龄也比欧洲妇女 

小，但此证据不能支持其进行了的生育控制。绝大多数中国妇女通常在月经初潮或之后不久结婚，有 

些还更早。因此，初婚到初生的长间隔不可避免，因为 “月经初潮后的最初几年无排卵周期是常见 

的”，且 “即使受孕也有很高的流产风险” 。由于怀孩子不易，所以一些中国妇女或许采取措施避 

免晚年生子，但这仅是李中清和王丰对所谓的 “早停生育”多种可能解释中的一种。另一种可能的 

解释是贫穷和疾病多发使中国妇女比欧洲妇女老得快。另外詹姆斯 (William H．James)发现，性交 

频率更多与结婚的时间而不是年龄相关，多数 中国妇女三十几岁时的已婚时间已是欧洲妇女的 

两倍 。 

李中清和王丰论点的基石是中国夫妇通过刻意拉长生育间隔限制孩子的数量。用印度、巴基斯坦 

和孟加拉的生育间隔期跟中国一样长的事实，便可以迎头痛击这一论点。中国台湾户籍登记提供了更 

有决定性的证据。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个妇女在某一年龄生了多少孩子，此后又生了多少，能够检验一 

对夫妇过去的生育表现如何影响到他们将来的表现，从而使我们能够验证李中清和王丰的命题。 

本文为验证这个观点，在计算生育率时计入妇女生育的孩子数、生育最后一个孩子的年龄以及生 

育的年数。这就是在某一特定孩子出生后特定时段内的生育率，这些数据显示了指定年龄生育的妇女 

先前的生育率能否影响此后的生育率 (见表 5)，并且证明了实际情况与李中清和王丰的预测相反． 

即妇女先前生的越多，此后生的也越多①。每一组中的各栏数据都呈阶梯状由低向高抬升，与公认的 

中国生育率预测精准吻合，只有接近生育末期的妇女显示出部分例外。因为夫妻想要尽可能多的儿 

子，他们没有同心协力控制生育，其结果是过去的生育表现与将来呈现正相关关系，因为生育率不外 

乎是受孕率的函数。多产的夫妇在所有年龄段都多产；不多产的夫妇在各年龄段都不多产。 

李中清和王丰将他们的命题建立在中国与西欧，尤其是与英国的对比上。但他们的著作在任何地 

方都没有提到这一点：即任何像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早婚和普遍结婚都是一大特点。所以，他们从 

来不能应对把中国放进一个更大的场景里来验证所提出的问题。例如，中国的生育率比人类平均水平 

低吗?它是否低到了只能用有意的生育控制作为仅有的解释?甘贝尔和伍德 (Wood)在 1980年代晚 

期，在文献中找到符合亨利 “自然”生育率定义的人群的可靠数据，已经可以对这些苛刻的问题作 

出回答。他们在 70个传统社会中找到了这类数据，并计算了每个人群的总和生育率，如图 1所示， 

同时该图也绘出了符合亨利定义下的70个人群②的 “控制”生育率。自然生育率人群的总和生育率 

平均是 6．1，而生育控制人群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是2．6_4 。 

① 第一组为仞J对表5作出解释：年龄小于2o岁的妇女，如果在此前她只生了一胎，那么在以后各阶段 (如0—4、5～9年，等 等) 的生率育，J、 在20
．岁前就已生育了两个孩子的妇女生育率，更远小于在20岁前就生育了3个孩子的妇女生育率。各组以此 拳推

? ：． 箍 缉中，，在 ■24岁就已生育了5胎的妇女，其随后各阶段的生育率在同组中也是最高的。因此，表5反映 出
， 妇女在特定年龄前生育的越多，那么此后生育的也越多。 

② James W．Wood．Dynamics of Human Reproduction：Biology，Biometry，Demography．New York：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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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国台湾地区特定周期内妇女的生育率 ％。 

资料来 源：依 据作 者收集 的中国台湾地 区历史数据计算得 出。 

在全球背景下，中国的生育率不低于人类的 

标准水平。事实上，6．0正是人 口的 自然生育 

率。因此，李中清和王丰必须先将大部分早婚和 

普遍结婚的古老型社会纳入考虑再归纳自己的命 

题，或者必须解释如下现象：中国人为何必须实 

施生育控制才能达到其他社会无须控制就能达到 

的生育率水平? 

其他处在或接近自然生育率水平的国家有印 

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孟加拉一 

直是学界深度研究的对象，因而对我们特别具有 

启发性，其生育状况跟中国有很多共性。两个国 

总和生育率 
图1 自然生育和控制生育下的总和生育率分布图 

资料来源：James W．Wood．Dynamics of Human Reproduction： 

Biology，Biometry，Demography．New York：199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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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普遍早婚 (妇女16～18岁结婚)；生育问隔长 (30～34个月)；与欧洲国家相比，生育最后一个 

孩子的妇女平均年龄 (38～39岁)偏小。有些证据显示一些年老的孟加拉夫妇用性交中断法防止或 

阻滞过多生育，但没有迹象显示这是孟加拉人抑制生育的主要因素。该国主要通过延长哺乳闭经期 

(18—20个月)，从而延长生育间隔 (33～35个月)的方法抑制生育。这样长的生育间隔主要是孟加 

拉的哺育方式所致，还是养育行为与营养不良共同作用的结果还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平均生育间 

隔减去 l8—20个月的哺乳闭经期和9个月的怀孕期后，就没有什么生育控制的时间了。妇女在平均 

7～8个月的时间里不实施生育控制是正常的 “ 。 

目前，学界缺少对清末中国妇女哺乳闭经时间的估算。但众所周知，中国和孟加拉国的妇女过着 

相似的生活。中国妇女也同孟加拉妇女一样贫穷，并且哺育孩子时间也是两年或更多。因此，更有力 

的解释是营养不良和母乳喂养时间延长，共同造成了长时间的哺乳闭经期。这一点同巴克莱等人未将 

生育控制作为对 卜凯农庄低已婚生育率的合理解释是一样的。“在缺乏更多详细资料的情况下，我们 

可通过同其他地方进行有意义的对比来推测原因。弗里希 (Frisch)认为，在营养不充足的条件下， 

延长母乳喂养会降低妇女身体的脂肪含量以至于延长产后的停经期。平均 18个月的产后停经期 (与 

智利的9个月相比)也出现在孟加拉的卡米拉农村人口的停经记录中。孟加拉妇女拥有同中国一样 

的平均生育间隔，同时也显示妇女的已婚生育率不比中国农民高多少。 ”李中清和王丰引述了巴克 

莱等人的话，即 “人口学家本指望，像中国这样低的已婚生育率，仅存于实行避孕和堕胎的社会 

中”。然而当巴克莱等人排除了生育控制而提出 “在营养不良的妇女中延长母乳哺育”的解释时，李 

中清和王丰又忽视了这段陈述 。 

四、结论 

本文认为导致李中清和王丰对公认的中国生育现象的挑战失败有两个原因：一是缺少广泛存在着 

有意生育控制的证据。中国的已婚生育率比欧洲低，但没有李中清和王丰说的那么低，更没有低到只 

能用生育控制作为合理或者是可能的解释。第二，与李中清和王丰的中心论题相反，中国的总和生育 

率比欧洲高很多。多数欧洲国家的生育率远低于自然生育社会的平均值，中国的生育率却正处于平均 

值上。新中国成立前的情况基本与马尔萨斯所认为的情况相同，没有美国那种令人满意的人口发展条 

件，也没有英国那样有效的生育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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